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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信息通信技术对通勤行为的 

影响研究 

张纯 崔璐辰 

摘要：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已经使城市空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使城市居

民的通勤特征发生了彻底的影响。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通过小规模问卷调查，考察信息通

信技术对于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年轻人、高学历、高收入群体的移动网络终端

使用频率更高；上网频繁群体的通勤距离更远、通勤时间更长；人们在有无智能手机情

况下可以接受的最长通勤时间有着接近半小时的显著差距。高频上网组使用导航类 APP

的次数更多，也更容易根据实时路况改变调整出行时间。包括个人属性、上网习惯等因

素在内的通勤距离影响因素回归分析表明，每周上网次数增加和使用智能手机等两项因

素会显著增加人们的通勤距离。本研究旨在为未来提升人们的出行和通勤品质，制定面

向信息化、智能化的交通政策和城市规划政策提出建议。 

关键词：通勤 信息通讯技术 互联网碎片化 智能手机 

 

一、引言 

信息化、智能化已经使区域和城市空间发生了彻底而深刻的变化。世界各国在最近几年

也都将互联网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例如美国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战略，中国提出了“互联网

+”行动计划，都非常注重互联网对于城市空间、城市经济以及城市生活的巨大影响。信息

化、智能化以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简称 ICT) 为连

接，将城市中的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进行关联——并将区域与城市的所有参与者，包括城市

居民、公司、地方和国家政府等广泛的链接起来。 

全球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信息化和互联网基础对于区域空间结构的改变和

互联网时代新秩序的构建。许多国家已将信息技术作为优先发展部门，并试图将其与建立城

市网络，加入利益走廊的战略统一起来，如新加坡的智能城市、马来西亚的“多媒体超级走

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科学之环”、法国技术园通信中心工程、牙买加的“数据中心”

（Godda rd,1992）。这些国家和地区希望通过加入互联网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又如在美国，

为了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展开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National Intelligence 

Initial, NII)，根据这一行动计划，信息基础设的发展将彻底的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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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而地域、距离的限制将逐渐消除。 

在考察互联网和信息技术（ICT）对区域、城市、企业和个人活动的影响时，目前尚无

一致性的结论。一些学者提出 ICT 技术本身虽然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区位以及要素的连接，

这或许使传统上边缘地区获得重新发展的优势，然而 ICT 技术本身并不能消除地区之间的不

平等（Salomon，1974）。甚至有学者认为，由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的差异，技术鸿沟

甚至可以加剧区域之间的不平等性（Verlaque，1994），。与此同时，关于 ICT 技术对于城市

通勤和出行影响的结论也是多样化的。一方面 ICT 技术，尤其是网络购物的普及减少了人们

购物的次数（Cairns，2004；Weltevreden et al., 2007)。而另一方面，ICT 技术优化了人们的

出行，使借助移动终端的交通工具上的时间更加丰富和高效利用（Kamargianni，2013）。 

在信息化影响下，城市居民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要改变，这使得传统通勤

模型和城市移动性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本研究旨在通过小规模问卷调查，考察 ICT 技术对

于通勤行为特征以及城市移动性的影响，从而为未来制定面向信息化、智能化的交通政策和

城市规划政策提出建议。 

本研究将分为以下部分：第二部分将对 ICT对城市空间、通勤行为的积累研究进行综述；

第三部分将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案例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分析通勤行为的变化；第五部

分描述城市移动性的变化；最后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信息技术引导下的城市空间的变化 

信息时代的到来，首先对城市空间发生了彻底而深远的变化。可以根据影响程度不同，

分为极大影响论、微弱影响论和适度影响论等三种观点。其中，极大影响论的学者认为，ICT

技术完全消除了空间和距离，而使得区域和城市格局产生了彻底的变化。互联网把人们从某

个现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传统上人和物的在实体空间中的制约，都以无距离空间的出现。

例如，卡斯特尔区分了流空间和场所空间，并提出了流空间由电子网络、节点和枢纽、以及

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等三层构成（Castells，1996）。另外，网上购物的流行改变了人们的购

物习惯并减少了购物方面的出行（Rotem-Mindali，2010）。这些研究同时关注到了信息空间

或者虚拟空间的概念，认为城市传统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逐渐走向分散化、去中心化和无

地方性，城市空间结构也趋向碎片化。 

相对于极大影响论，微弱影响论认为，ICT 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是有限的、不充分、不确

定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可以认为，ICT 技术为区域或城市的发展提

供了必要条件。例如， Verlaque 也认为信息化技术可以被视为一个基本因素或优势，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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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将会造成地区间竞争水平的差异（Verlaque，1994)。这些研究的相似之处是，由于互联

网和信息设施的普及程度差别已经形成了“数字鸿沟”，没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的地区相对

处于落后状态。 

而适度影响论的学者持折中观点，认为 ICT 技术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例如，Glaeser

的研究发现，尽管视频电话、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方式提供了远程联系的机会，但面对面的直

接接触依然非常重要（Glaeser，2007）。因而，虽然 ICT 技术在某些程度、某些方面上影响

了人们的生活，但这种的影响作用不是绝对的。 

（二）传统通勤模型与信息化影响下的变化 

传统交通经济学模型起源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讨论区域尺度铁路、公路等运输方式下

成本的影响因素，并研究城市尺度郊区化过程中在小汽车和公共交通模式下的成本比较以及

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Meyer, Peck and Stenason et al., 1959; Meyer, Kain and Wohl et al., 

1965; Kain, 1968）。 

其中，作为现代交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在交通产业中的竞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in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ies）》之中，John Meyer 等采取多元回归模型，探

讨在有管制和没有管制两种情境下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方式的成本。结论发现管制增加

了潜在的成本，减少交通行业中的管制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铁路应多分配货运，减

少客运以获得经济利益（Meyer, Peck and Stenason et al., 1959）。另一本同样是交通经济学的

奠基之作《城市交通问题（Urban Transportation Problem）》，则主要关注城市内部城市土地

利用与交通的关系，研究私家车、公共汽车、轨道交通等不同交通方式下的成本，并关注到

当时快速郊区化趋势下的社会影响。 

这些研究的主要结论发现，交通是一种衍生的需求，影响因素极为复杂；但从个体角度

来看，个体的时间价值是其中影响交通方式选择和出行模式的重要因素（Meyer, Kain and 

Wohl et al., 1965）。而后，John Kain 进一步观察通勤现象得出“职住错位（spatial mismatch）”

假说，用以形容美国郊区化过程中，中产阶级白人家庭迁到郊区，但体面的就业岗位仍在城

市中心；同时低收入的非裔群体集中居住在城市中心，而低技术劳工就业岗位在郊区的失衡

现象。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世界上的主要城市都可以观察到职住空间的分离，以及越来

越长的通勤距离（Weitz and Schindler 1997）。例如，在北京案例研究发现，在 2008 年公交

单程平均通勤时间在 46 分钟左右（刘志林，王茂军，2011）；而最近基于公交刷卡大数据的

研究发现，大约有 11.2 万人的每天刷卡三次以上，通勤时间超过 90 分钟（龙瀛，周江评，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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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通勤时间增加的因素，有学者认为是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传

统交通模型中，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受到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的限制；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

通勤需求本身的影响体现出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互联网的联系确实会减少出

行，如果网络能传达相互沟通的信息，甚至出行会成为一种负担。而一方面来说，ICT 满足

了保持联系的社会需求，然而这些“保持联系”的需求可能会增加对出行的偏好（Mokhtarian，

2009） 

首先，信息化技术提供了更多网络支持机会，而减少人们出行。例如，“远程通勤”，即

交通及信息技术的进步，这使城市中就业和居住的空间选择变得更加弹性和自由（Nilles et al，

1976）。又如，有研究表明计算机和远程通讯技术支持了基于家庭的工作，这可能是解决拥

挤的城市环境和长距离通勤的办法，支持了郊区化过程（Sridhar，2003）。而最近的研究表

明，由于笔记本电脑、Pad 和无线网络的普及，更多的工作可以在图书馆、咖啡厅等激发创

意的环境中发生（Vartiainen，2010）。 

其次，由于信息化技术增进了人们的联系，这又衍生出引发的需求。例如，借助如全球

定位系统、数字地图和实时交通信息，人们的出行比以往更加无缝、安全并充满趣味性（Van 

Dender，2011），这增加了人们的流动性。此外，对于远距离出行来说，人们可以借助网络

事先查询出行信息，降低了传统旅行中的危险和孤独（Lyons，2005）。同时，facebook，twitter、

微博、微信等手机软件的出现，使人们通过自媒体宣传邮寄、照片和心情等状态，获得旅途

中沟通的乐趣（Perrottet，2002）。因为互联网的支持，人们可以在旅途中完成回复邮件、

视频会议和处理公务等事情，这些使人们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而促进了出行（O’Reilly，2006）。 

（三）时间碎片化与公共交通优势的重新显现 

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对人们生活带来的直接影响即时间碎片化。即人们可以利

用碎片时间进行工作、学习和娱乐，这使得以往被忽略的闲暇时间在虚拟世界杯赋予的新的

价值（乐天，2009；高海霞，2010）。研究表明，出于人们对在移动中浏览互联网需求的增

加，等待时、乘坐交通工具时、睡觉前是用户最主要的手机上网场合（昝廷全、高亢，2013）。

尤其是由于人们对手机登移动终端的依赖，使本来没有意义的交通工具上时间被赋予的新的

价值，这也将成为提升城市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的重要课题（屈雪莲，2010）。在互联网使

用的空间分布上，李栋以北京为例的微博签到数据分析表明，在机场等交通站场是人们采取

社交媒体软件进行签到的高频发生地之一（李栋，2015）。这说明，等待换乘等碎片的闲暇

时间，已经借助互联网被人们利用起来用于虚拟空间中的交流。 

由于时间的碎片化和碎片时间价值借助互联网的发挥，ICT 技术对于公共交通方式也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也让人们开始接受更长时间的通勤（Tsutomu Suzuki，2012）。首先，借助

互联网基础和移动智能重点，人们在交通工具上的时间可以被有效的利用，因而公共交通方

式变得更加乐于被人们接受（Schwanen et al., 2008）。其次，由于信息交流的灵活性，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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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时间的应用上更倾向于“多任务”方式，可以根据道路、天气状况修改甚至取消会议任

务，并同时采取视频、音频等新的方式沟通信息（Bowden et al., 2006)。 

虽然，关于信息化与互联网技术怎样影响人们的交通模式，学者们仍没有一致性、确定

性的结论；然而可以肯定是是，在信息化技术的引导下城市空间、人们的通勤模式都发生了

重要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赋予了城市交通学者和决策者以新的研究话题，在人们生活节奏

日益加快的当代，如何研究信息化技术对人们交通行为和移动性的影响特征和趋势，将为人

们更加有效的利用时间、构建更加智能的交通体系提供参考和启示。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选择北京大都市圈为研究案例，考虑到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第二大城市，近年来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迅速发展，使用智能手机的用户比例也逐渐提高。西直门轨道交通枢纽是

一座集地铁、城铁、公交及北京北站的综合性交通枢纽，连接了北京北站、城铁 13 号线、

地铁 2 号线和 4 号线，是北京换乘两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为了考察信息技术对于通勤者行

为和交通模式决策的影响，选择在西直门轨道交通枢纽发放 300 份问卷，其中共回收 211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 70.33%。调研分别在四个地点进行，北京北站内（针对 S2 远距离

通勤者）、2 号线和 4 号线入站口（针对地铁使用者）、13 号线入站口（城铁使用者），以及

西直门凯德 Mall 内（针对换乘者）。 

问卷在工作日的上下班通勤时间进行，采取街头随机随访的形式，采取问询笔录时作答。

问卷采取结构式设计，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1）被访者的个人属性，年龄，性别，收入，

教育程度，家庭情况等。（2）通勤习惯：居住地址和工作地址，平均每日出行时刻，本次通

勤的时间、转乘过程和交通方式。（3）网络使用：网龄，平时上网方式，交通工具上的上网

方式，平时和在交通工具上分别进行哪些借助网络的活动。（4）乘车者对乘车使用网络和其

他设施的体验，分别在有网络和没有网络情况下可以接收的最长通勤时间。 

为了便于进行分析，根据是否使用手机、Pad 等移动智能终端，以及每天上网的时间等

两项标准，将所有样本分为 A 上网频繁组（108 人），以及 B 上网不频繁组（101 人）。其中，

A 组除了有移动智能终端之外，每天至少花费总计 4 个小时以上上网。调查样本的平均年龄

为 32.3 岁，性别比例约各半，以大学本科学历为主，家庭月人均收入大多在 1 万到 2 万之

间，以轨道交通和公交为主要的通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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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属性 

选项 单位 样本数 平均值域 (%) 

年龄 岁 209 32.33 

性别 
男 110 52.63% 

女 99 47.37% 

教育程度 

研究生以上 45 21.74% 

大学本、专 127 61.35% 

中学 35 16.91% 

小学及以下 0 0.00% 

通勤时间分钟 201 56.05 

通勤距离 公里 129 16.36 

每周工作日 天 198 5.16 

家庭月人 0-1999 6 3.08% 

均收入（元） 2000-4999 28 14.36% 

 5000-10000 56 28.72% 

 10000-20000 69 35.38% 

 20000 以上 36 18.46% 

交通方式 自行车 8 3.10% 

 普通公交 64 24.81% 

 轨道交通 136 52.71% 

 私家车 50 19.38% 

 其他 0 0.00% 

 

 

四、分析与讨论 

（一）移动网络终端使用者的个人属性特征 

现有的文献积累中，虽然没有针对通勤者的移动网络终端使用结论。但一项针针对纽约

桑迪飓风后，利用 Tweet 社交媒体进行信息发布的移动网络终端使用者的属性分布分析表明，

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与个人发布 tweet 信息数量呈现出倒 U 型曲线的关系。即随着年龄、

收入、教育程度的增加，利用社交媒体互动的交互频率也增加；但达到一定峰值之后，发信

息的数量又呈现出下降（Xiao and Hua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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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年轻、大学以上学历、高收入群体的移动网络终端使

用频率更高（表 2）。从年龄上看，上网频繁组的平均年龄更年轻（30.5 岁），而上网不频繁

组的平均年龄略高（34.3 岁）。从教育程度上来看，两组均以大学本专科为主、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为辅；其中，上网频繁组的大学本专科的比例更高，达到 64.1%（B 组），而上网不频

繁组的研究生及以上比例更高，为 24.8%（A 组 18.9%）。从收入水平上来看，上网频繁组的

收入水平更高，超过 80%是家庭人均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上；而上网不频繁组中，收入在 2000

元的低收入群体比例更多，达到 5.3%。 

这些分析结果证实了信息不对称和数字鸿沟理论，在中国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飞速普

及，年龄人、教育和收入较高的群体首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使用这些设施。此外，与纽约

数据的倒 U 型曲线结果不同（Xiao and Huang, 2015），除了年龄之外，北京案例的调查并没

有反应出随着教育程度和收入增长到一定峰值，而出现的通勤中上网频繁程度的下降。 

表 2 根据上网频繁程度划分的调研样本个人属性差异 

 单位 

A 上网频繁（>4h） B 上网不频繁（<4h） 

样本数 平均值或 (%) 样本数 Average or (%) 

年龄 岁 108 30.5 101 34.3 

性别 
男 54 50.0% 56 55.4% 

女 54 50.0% 45 44.6% 

教育程度 

研究生以上 20 18.9% 25 24.8% 

大学本、专 68 64.1% 59 58.4% 

中学 18 17.0% 17 16.8% 

小学及以下 0 0.0% 0 0.0% 

家庭月人 0~1999 1 1.0% 5 5.3% 

均收入（元） 2000~4999 17 17.0% 11 11.6% 

 5000~9999 26 26.0% 30 31.6% 

 10000~20000 35 35.0% 34 35.8% 

 >20000 21 21.0% 15 15.8% 

为了进一步考察根据上网频率划分的两组群体之间的个人属性差异的显著性，通过

ANOVA 分析对两组之间和组内的差距进行分析（表 3）。ANOVA 分析结果显示，除了年龄

（sig=0.002）之外，两组之间性别（sig=0.433）、收入（sig=0.397）、教育程度（sig=0.735）

的差异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与国外案例中静态下的互联网社交软件的使用相比，通勤路

程移动之中的互联网使用受到个人属性的影响更加为复杂：一方面，教育程度和收入影响了

人们对于移动终端设备和上网的可得性，而关系到人们可以上网的机会；另一方面，高等教

育群体和富裕阶层可能对上网时间的利用可能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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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根据上网频繁程度划分的两组样本个人属性 AVOVA 分析 

个人属性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年龄 组间 0.155 0.617 0.433 

性别 

组内 0.251    

组间 0.79 0.720 0.397 

组内 1.098    

教育程度 
组间 0.146  0.115 0.735 

组内 1.275    

家庭月人 组间 764.285 9.768 0.02 

均收入（元） 组内 78.247   

（二）信息化、互联网与通勤行为特征 

基于以往文献的分析表明，由于移动智能终端的使用，人们开始可以接受更长时间的通

勤（Tsutomu Suzuki，2012）。同时由于双手的解放，公共交通相对于私家车的优势重新显现

（Schwanen et al., 2008）。 

数据分析表明，上网频繁群体工作地距离家更远，通勤时间也更长，更容易选择地铁作

为交通方式（表 4）。以按照上网频率划分的两组的通勤时间和距离来看，上网频繁组的通

勤时间（53.8 分钟）高于不频繁上网组（52.9 分钟），但两组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Sig=0.745）。

每日通勤距离（18.3km）也高于低频率上网组（13.3km），两组之间的差异体现出显著性

（Sig=0.034）。然而，在交通方式方面，在上网频繁组与不频繁组之间的差别却不大，上网

频繁组使用轨道交通的比例略高（54.4%>50.8%）。与北京市基于 2008 年和 2012 年的问卷调

查数据相比（刘志林，王茂军，2011；龙瀛，周江评，2013），本研究中的调研样本平均通

勤时间更长，这反映了智能移动上网时代对城市总体通勤时间可能带来的影响。 

表 4 根据上网频繁程度划分的调研样本通勤特征差异 

 单位 

A 上网频繁（>4h） B 上网不频繁（<4h） 

样本数 平均值或 (%) 样本数 Average or (%) 

通勤时间分钟 105 53.8  96 52.9  

通勤距离 公里 79 18.3 50 13.3 

每周工作日 天 101 5.33 97 4.98  

交通方式 自行车 6 4.4% 2 1.6% 

 普通公交 29 21.3% 35 28.7% 

 轨道交通 74 54.4% 62 50.8% 

 私家车 27 19.9% 23 18.9% 

 其他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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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观察发现，在通勤途中借助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进行的活动，发现导航（51%）、

公务（53.3%）、娱乐（34.3%）、社交购物（79%）等四大功能中，总体上人们在通勤路途中

的社交和购物行为较多。这反映了人们的通勤过程，已经与处理个人私事的活动相互穿插进

行，而这些活动仅仅借助智能多媒体终端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互联网的支持。同时，研究

也发现在高频和低频上网组之间，人们所从事的活动差异性并不大（图 1）。 

图 1 高频上网组（左）和低频上网组在通勤中借助移动智能终端从事的活动 

 

上文分析只显示了上网频繁性与通勤距离之间显著的关联，移动互联网终端对于通勤时

间和交通方式的影响仍不明朗。通过有无互联网下，上网频繁程度不同群体最长可以接受单

程通勤时间的交叉表分析，可以对人们不同情境下通勤时间的意愿进行考察（表 5）。总体

上来看，有无智能手机情况下人们可以接受的最长通勤时间差别显著（Sig=0.000）并达到

26.9 分钟；借助情况下人们可以接受最长 74.37 分钟的通勤，而不借助情况下仅为 47.47 分

钟。此外，上网频繁和上网不频繁两组样本，在不借助智能手机下能接受的最长通勤距离也

有着 12.8 分钟的显著差异（Sig=0.011），分别为 53.47 分钟和 40.67 分钟。而同样在这两组

样本直接，在借助智能手机下最长通勤时间的差异不显著，分别为 77.5 分钟和 70.76 分钟。

这可能是由于“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影响，对于本来已经习惯在通勤中不频繁使用智

能手机的群体来说，假设可以使用，对他们通勤行为的影响并不大。交叉表分析总体上证实

了西方经验和案例研究研究中关于 ICT 技术通勤时间影响的假设（Tsutomu Suzuki，2012），

借助智能手机人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通勤路上，并且移动智能终端的可得性对于已经习惯

在移动中上网的群体影响更大。 

表 5 是否借助智能手机情境下两组可以接受的最长通勤距离 

可接受的最长 

通勤时长（min） 

组间差距 

显著性 Sig 

A 上网频繁（>4h） B 上网不频繁（<4h） 总体   

样本数 平均值或 样本数 平均值 样本数 平均值 

不借助智能手机 0.011 101 53.47 89 40.67 189 47.47 

借助智能手机 0.560 98 77.50 85 70.76 182 7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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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应用对交通决策的影响特征 

以往的文献研究表明，信息化提供了数字地图、实时交通信息和导航等工具帮助人们的

出行，使人们的出行更便利从而增加了人们的流动性（Van Dender，2011）。在本文北京西

直门的调研中，总体分析显示，在导航软件应用上，人们使用的出行相关 APP 多达 23 种，

最常用的前三位出行 APP 是百度地图（32.5%）、高德地图（17.7%）和滴滴打车（15.8%）。

对于出行类 APP 的使用频率，大概为平均每日使用 1.8 次，每周 4.4 天。在实时交通状况查

询方面，66.5%的通勤者会使用各种手机软件查询实时路况；根据实时路况， 47.5%的出行

者会改变活动地点，26.6%会改变出行方式（图 2）。 

图 2 上网频率不同的群组对出行类 APP 的人数 

 

按照上网频率分组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上网频率高的群体使用导航 APP 的频率也高，

每周平均 5.81 天（>3.15 天），每天 2.02 次（>1.3 次）；更多的根据实时路况改变调整出行

时间。在出行相关 APP 的使用上，高频上网组使用百度地图的人数更多，而在其他 APP 的

使用上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频率（图 1）。此外，上网频繁组更多的借助手机查询实时交通

状况（78.6%>66.3%），每天（2.02 次>1.30 次）和每周（5.81 次>3.15 次）使用出行相关 APP

的频率也更高。此外，在查询实时交通情况后的交通对策方面，在改变出行方式、活动地点

方面两组差别不大；而上网高频组选择改变出行时间的更多（33.7%>20.4%），而低频上网组

选择直接取消计划的比例更高（10.1%<13.2%）。这些结论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互联网和手

机等智能移动终端在提供实时交通状况的同时，赋予了人们根据实施情况改变交通决策的灵

活性，从而提高了整个通勤本身和日常活动中的时间利用效率（O’Reilly，2006；Tsutomu Suzuki，

2012）。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特殊的网络环境下，出行相关 APP 的应用比率与西方

截然不同，而呈现出更加分散化的特征，这与西方研究中大部分群体依赖于谷歌地图的情况

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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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两组借助智能手机进行交通查询和交通决策的差异 

  高频率上网组（>4h） 低频率上网组（<4h） 

 类别 样本数 平均值或% 样本数 平均值或% 

手机查询实时交通状况 是 78 78.6% 61 66.3% 

否 20 20.4% 31 33.7% 

使用出行相关 App 频率 次/天 60 2.02 23 1.30 

次/周 50 5.81 54 3.15 

根据手机查询的交通路况 改变出行时间 31 33.7% 20 20.4% 

改变出行方式 37 26.8% 28 26.4% 

改变活动地点 66 47.8% 50 47.2% 

取消计划活动 14 10.1% 14 13.2% 

没有/不知道 9 6.5% 6 5.7% 

（四）通勤距离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信息化和网络应用对人们的通勤行为产生了影响。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智

能终端，一方面，人们可以更加高效和丰富的利用通勤过程中的时间，在通勤中完成社交、

公务、私事和娱乐等多任务；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利用出行相关 APP 而使通勤更加便利

和顺畅，更快速准确完成导航、查询实时交通情况并据此进行交通决策。 

基于前面三个部分的分析，本部分将通过多元回归模型，以个人属性和上网因素为自变

量，探讨其对通勤距离1的影响作用。在自变量中，个人属性部分选择性别（X1）、年龄（X2）、

教育程度（X3）、家庭人均收入（X4）、是否使用智能移动终端（X5）、每周上网天数（X6）、

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询实时交通（X7）。 

回归分析表明（表 7），在个人属性方面，所有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

收入在内的变量均不显著；而在网络使用相关变量中，每周上网天数所表征的上网频率越高，

人们通勤的距离也显著越远（β=-4.895, p=0.000）；同时，会通过智能移动终端进行实时交通

情况查询，人们的通勤距离也显著越远（β=-7.2175, p=0.007）。此外，是否使用智能移动终

端并不显著，可能是手机等终端并不能支持更远的通勤，还必须和互联网以及 APP 应用相

相结合会对人们的通勤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这些发现支持了西方研究中关于 ICT 对通勤影响的假设，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

人们愿意接受的通勤距离也更长（Tsutomu Suzuki，2012）。由于可以在路途中实现“多任务”

和时间的碎片化利用，传统通勤模型中通勤距离作为工作地和目的地之间的障碍被减缓。 

                                                             
1
不选择通勤时间作为因变量，是因为根据 4.1 部分的分析，在高频上网组和低频上网组之间的通勤时间差

距并不显著（Sig=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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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通勤时间影响因素的时间分析 

变量 名称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Sig 
单位或赋值 β SE Βeta 

Adjust R2 0.152      

Durbin-Watson 值 2.021      

自变量       

X1 性别 
1=男; 

2=女 
-.443 2.397 -.016 -.185 .854 

X2 年龄 岁 -.127 .156 -.077 -.816 .416 

X3 教育程度 

1=研究生及以上; 

2=本科; 

3=专科; 

4=高中中专; 

5=初中; 

6=小学; 

7=小学以下 

-.512 1.032 -.045 -.496 .621 

X4 家庭人均收入 

1= 0-1999; 

2=2000-4999; 

3=5000-9999 

4=10000-19999 

5=20000 以上 

-.528 1.241 -.040 -.426 .671 

X5 是否使用智能移动终端 1=是; 2=否 -10.271 8.813 -.102 -1.165 .246 

X6 每周上网天数 天 -4.895 1.231 -.359 -3.978 .000** 

X7 
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查询

实时交通状况 
1=是; 2=否 -7.217 2.628 -.238 -2.746 .007** 

因变量       

Y 单程通勤距离 常数 77.13     

注： Sig<0.05 用*标出，Sig<0.01 用**标出
i
。 

五、总结 

在信息化、智能化的 21 世纪，信息通信技术对于城市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 IT 领域，而

是使城市与区域空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世界范围来看，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使人们的传

统的通勤行为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信息技术提供的视频、音频和即使交流技术可

以减少不不要的出行和会面；另一方面，面对面的交流也依然重要、社交网络的构建促进了

新的出行机会；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也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查询、导航等辅助功能，使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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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更为顺畅。 

基于本研究的调查发现，首先，在个人属性方面，年龄人、大学学历、高收入群体的移

动网络终端使用频率更高，但只有年龄与上网频率的关联表现出显著性。其次，在通勤规律

方面，上网频繁群体的通勤距离更远、通勤时间更长；人们在有无智能手机情况下可以接受

的最长通勤时间有着接近半小时的显著差距。在网络应用对交通决策的影响方面，高频上网

组使用导航类 APP 的次数更多，他们更容易根据实时路况改变调整出行时间。而在包括个

人属性、上网习惯在内的通勤距离回归模型中，高上网频率和使用智能手机等两项因素会显

著增加人们的通勤距离，而个人属性因素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等均无显著影响。 

这些发现一方面证实了以往文献中的“数字鸿沟”理论（Verlaque，1994），习惯高频

使用互联网的人群，可以接受更长的通勤距离和时间，能够更加多任务和丰富的利用路途中

的碎片时间，也获得了更多的出行灵活性和便利性。对于城市交通学者和决策者来说，信息

化对传统交通模型的影响值得在进一步制定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中深入研究。 

目前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倡导下，未来智慧交通将成为其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在提供

交通出行相关的物质设施的同时，为居民提供便捷、舒适、灵活而高品质的出行服务，提升

通勤体验将成为“智慧”的关键。为了提升人们的出行和通勤品质，在交通基础设施上的投

入依然重要；而如何提升互联网接入的便利性、改善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的活动品质，使人们

能更加高效、丰富的利用通勤中的时间，使通勤行为本身的“多任务”性更充分的实现，将

成为未来城市规划和城市交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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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mpact of ICT on Commuting Contex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has not 

only changes the urban space deeply, but also change the commuting behavior 

fundamentally. Selecting Beijing as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ICT on 

commuting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by small sampling questionnaire. It shows that the 

young, highly educated, high-income group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of higher frequencies. It 

also finds that high frequently internet user group has longer commuting distance and time; 

they will use navigation APP more frequently and more likely to adjust their trip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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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real time traffic. Commuters would like to accept longer commuting time if 

supported by smart phone and internet.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oth weekly 

frequency to internet and use smart phone w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ir commuting 

distance. 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commuting quality, and make urban planning and 

transportation decisions under the trend of informatization and smart city. 

Keywords: Commut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Fragmentation; 

smart phone 

 

                                                             
i
在显著性方面，放宽到 Sig<0.1 作为临界值，而没有选择常用的 Sig<0.05 作为临界值，是考虑到由于人文社

会因素的作用，城市相关研究中变量的显著性通常不十分突出。如果严格选择 Sig<0.05 标准，可能会忽视

一些对政策有着重要潜在影响的因素。 


